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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的工资集体协商因其工资效应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 被认为 “流于形式” 或 “效果不

佳”。 实际上， 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不仅体现在工资上， 还体现在就业等方面。 文章系统估计了工资集体

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这一系统估计显示， 现阶段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具有 “不

显著或不一致” 的工资效应以及显著的就业效应。 这一结果不同于西方国家集体谈判得出的实证结论。 原

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存在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 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 企业对雇佣量

的竞争性偏好等机制。 如何在既有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安排下激发企业应对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 在创建

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稳定和促进就业， 是劳资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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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国从 ２０１０ 年自上而下在企业普遍推进工资集体协商以来， 工资集体协商效果已成为学界和政

府部门关注的焦点之一。 然而， 现有关于工资集体协商效果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工资效应， 较少讨论其

就业效应， 更少论及两者的关联性。 对于工资效应， 现有实证研究呈现大相径庭的结果： 在企业层面

上， 工资集体协商能够显著提高小时工资。① 一些研究发现， 工资集体协商在改善工资水平的作用上

“有负众望”。② 还有一些研究则发现，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对企业基层员工工资具有 “显著的负向影

响”。③ 在就业效应上， 有学者发现， 工资集体协商具有显著正向的就业促进效应。④ 从研究方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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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经验研究大多单独考察工资效应或就业效应， 使用单一方程的 ＯＬＳ 或 ２ＳＬＳ 等估计法。 由于内生

性问题， 这些估计的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推敲。
本文认为， 工资集体协商虽然是对工资水平和工资分配制度等进行协商， 但也深刻影响着就业。

单个工人跟企业谈工资时已隐含就业， 即被雇佣时的工资。 当协商从个体层面转为集体层面后， 工会

需兼顾工资水平和雇佣机会， 以求效用最大化； 而企业也需考虑工资和雇佣量， 以实现企业利益最大

化。 从性质上讲， 工资集体协商所形成的集体合同可以看作工会和企业在需求曲线的约束下对工资和

就业 （雇佣量） 的再平衡。 基于此， 本文同时考察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效应和就业效应， 以提升估

计的有效性， 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切入点。
值得一提的是， 迄今西方国家关于工会和集体谈判的经验研究结论是 “正向的工资效应和没有

明确一致方向性结论的就业效应”①。 在劳动力需求曲线的约束下， 谈判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就业量的

下降。② 不过， 对年轻人、 女性及低技能劳动者来说， 协调的谈判系统能提高就业水平。③ 可见， 西

方集体谈判对就业的影响作用并不稳定， 作用方向也莫衷一是。④
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 系统估计了工资集体协商对企业工资和雇佣量的影响。 在分析对象

上， 重点关注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对就业的影响。 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是指企业中是否开展这

一制度， 其深度则是指企业中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年数， 对就业的相应影响分别称为工资集体协商的

广度效应和深度效应； 在机制分析上， 通过考察实证分析相关结论的机理， 探寻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影

响就业的独特机制。 本文的分析为中国现阶段稳定就业和促进就业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一、 工资集体协商之工资效应和就业效应的模型构建

　 　 西方国家的集体谈判通常注重工资、 福利， 而较少关注就业问题。 这是由于西方国家的工会往往能

说服企业解雇非工会会员而保留工会会员， 工会会员能够通过集体谈判获取更高的工资而不必担忧失

业。 不过， 企业仍需要在劳动需求曲线的约束下， 考虑工资和雇佣量的平衡。 西方关于集体谈判的经典

模型， 无论是垄断工会模型、 管理权模型， 抑或序贯谈判模型， 均考虑到了工资与雇佣量的关联性。⑤
中国工资集体协商借鉴了西方国家集体谈判这种处理劳资冲突争端的通行做法， 同时又强调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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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控的状态下对劳资合作协商而非对立的谈判， 故称为集体协商。① 有学者在分析集体谈判 （在中

国为工资集体协商———引者注） 的就业后果时指出， 当共同决定劳动供给时， 工会需兼顾工资和就

业机会两个维度的利益，② 这实际也蕴含了工资集体协商对工资和雇佣量的联合决定。
鉴于企业员工工资和就业数量互为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以及工资集体协商的内生性， 本文采用联立

方程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如下：
ｌｎ ｗ ｊ ＝ α１ ＋ α２ Ｂ ｊ ＋ α３ Ｘ ｊ ＋ α４ Ｅ ｊ ＋ μ ｊ 　 　 　 　 　 ①
ｌｎ Ｅ ｊ ＝ β１ ＋ β２ Ｂ ｊ ＋ β３ Ｙ ｊ ＋ β４ ｗ ｊ ＋ ε ｊ ②
Ｂ ｊ ＝ γ１ ＋ γ２ Ｚ ｊ ＋ η ｊ ③

ì

î

í

ï
ï

ïï

（１）

联立方程组为决定工资和就业的系统方程。 其中， 分式①中 ｗ ｊ 表示 ｊ 企业中一线员工的工资水

平； 核心自变量 Ｂ ｊ 为 ｊ 企业是否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广度） 或开展的年限或次数长短 （深度）， Ｅ ｊ 为 ｊ
企业中一线员工的雇佣量水平， Ｘ ｊ 是除 Ｂ ｊ 和 Ｅ ｊ 之外的影响企业一线员工工资水平的因素， 包括员工

队伍的性别、 教育水平、 企业中员工享受年休假程度、 企业经营规模， 企业经济类型、 企业所在地区

和所处行业， 以及调查年份等。 分式②中 Ｙ ｊ 代表除 Ｂ ｊ 及 ｗ ｊ 之外， 影响企业一线员工雇佣量的因素，
包括企业中员工类型占比、 企业经营规模、 企业经济类型、 企业所在地区、 所处行业以及时间等。 分

式③中 Ｚ ｊ 代表影响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因素， 包括企业年龄、 企业中是否成立工会组织、 企业

规模、 所处行业、 地区、 企业经济类型以及调查年份等。 μｉ 、 ε ｊ 及 η ｊ 分别为相应分式下的随机扰动项。
α２ 、 β２ 表示工资集体协商对企业中一线员工工资水平和雇佣量影响的系数。 本文拟采用三阶段最小二

乘法 （３ＳＬＳ） 将所有方程作为一个整体估计， 以得到更有效的估计结果。③

二、 实证分析

　 　 １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使用杭州市劳动社会保障局、 浙江大学劳动保障和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于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开

展的 “劳动关系指数” 调查， 以及 ２０１５ 年 “新常态下浙江劳动关系调查” 样本， 形成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混合截面数据。 按分层抽样随机抽取企业名单， 共计有效样本企业 ６９８ 家。

工资集体协商主要影响企业一线员工， 因而本文以一线员工的月薪衡量企业的工资水平， 以一线

员工数量衡量企业的雇佣量。 核心自变量为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情况， 其中 １ 表示开展， ０ 表示

未开展， 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年份和开展的次数。 相应的控制变量

有企业年龄、 企业经济规模 （用主营业务收入对数衡量）； 企业工会组织 （成立为 １， 未成立为 ０）；
企业的用工情况， 包括男性占比 （男性员工占比）， 本科占比 （其中 ２０１５ 年的样本中为专科及以上

学历员工占比）、 管理占比 （管理技术员工占比）； 休假权 （一线员工享受的年休假等休假情况： １
表示一线员工全部享受， ０ 代表并未全部享受）； 企业的经济类型 （基准组为国有集体企业）。 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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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 Ｃｌａｒｋｅ， Ｃ Ｈ Ｌｅｅ ａｎｄ Ｌ Ｑｉ，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 ４２，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３５－２５４； 谢玉华： 《工资集体协商： 能否走出协调劳动关系的 “第三条道路” 》， 《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 期； Ｙ Ｄｅｎｇ ａｎｄ Ｘ Ｔｉａｎ， “Ｔｒｉａｄ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ｕｔｏ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１３５， ２０２２， ｐｐ ４５９－４７３。

吴迪、 丁守海： 《内部人协议、 集体谈判与稳定就业》， 《经济学 （季刊） 》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分式①排除了 ２ 个外生变量， 分式②和③排除了 ４ 个外生变量， 均为过度识别， 即联立方程组中的 ３ 个方程均可识别。



表 １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　 量 均　 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一线员工月薪对数 ７ ８６ ０ ３３ ６ ９０ １０ ９０
一线员工数对数 ４ １３ １ ４４ ０ ７ ９０
工资集体协商 （开展＝ １） ０ ６７ ０ ４７ ０ １
企业年龄 １１ ４３ ８ １９ １ ８５
企业经济规模 （ｌｎ （万元） ） ７ ９１ ２ ０４ １ ２１ １６ ２３
企业的工会组织 （是＝ １） ０ ８９ ０ ３１ ０ １
男性占比 （％） ０ ５５ ０ ２１ ０ １
本科占比 （％） ０ １４ ０ １７ ０ １
管理占比 （％） ０ ２３ ０ １６ ０ ０ ９８
休假权 （全部享受＝ １） ０ ８９ ０ ３１ ０ １
外资企业 （是＝ １） ０ １７ ０ ３７ ０ １
民营企业 （是＝ １） ０ ６７ ０ ４７ ０ １
其他企业类型 （是＝ １） ０ ０７ ０ ２５ ０ １

２ 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１） 对工资效应和就业效应的单一方程估计

作为基准参照， 本文首先用 ＯＬＳ 对每个方程进行单一方程估计， 结果见表 ２ （１） （２） 列。 ＯＬＳ
基准估计表明， 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协商工资水平和雇佣量均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表 ２　 工资集体协商对企业一线员工工资水平和雇佣量的联合估计

ＯＬＳ 基准估计 ２ＳＬＳ 单方程估计 ３ＳＬＳ 系统估计 ３ＳＬＳ （考虑时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工资 雇佣量 工资 雇佣量 工资 雇佣量 工资 雇佣量

工资集体协商
０ ００７

（０ ７７９）
－０ ００５
（０ ９５６）

－０ ０６１
（０ ４６９）

０ ７６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２
（０ ３７４）

０ ８９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７７４）

０ ７１２∗∗

（０ ０１４）

工资
－０ ２６８∗

（０ ０８４）
－１ ８６４∗∗∗

（０ ０１０）
－１ ８５１∗∗∗

（０ ００６）
－１ ８８４∗∗∗

（０ ００７）

雇佣量
－０ ０１０
（０ ２９０）

－０ ０２７
（０ ５９３）

－０ ００９
（０ ８４４）

－０ ０２９
（０ ５５４）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７ ４９６∗∗∗

（０ ０００）
２ ６８２∗∗

（０ ０３３）
７ ５１６∗∗∗

（０ ０００）
１４ ５６１∗∗∗

（０ ００８）
７ ５０３∗∗∗

（０ ０００）
１４ ３８２∗∗∗

（０ ００５）
７ ４７６∗∗∗

（０ ０００）
１５ ４２８∗∗∗

（０ ００３）
样本量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９８

　 　 说明： （１） 括号内为 Ｐ 值， ∗、 ∗∗和∗∗∗分别代表 １０％、 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２） 其他控制变

量包含企业年龄、 企业经济规模、 企业是否成立工会组织、 企业中男性员工占比、 本科员工占比、 管理员工占比、 企

业中员工能否全部享受休假的权利以及企业经济类型， 结果限于篇幅省略， 备索。

工资集体协商存在的内生性会造成 ＯＬＳ 估计的非一致性， 而采用单一方程 ２ＳＬＳ 估计方法则可以

得到一致估计。 表 ２ （３） （４） 列表明， 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工资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 而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企业的雇佣量水平。
（２） 对工资效应和就业效应的系统估计

在多方程系统中， 单一方程 ２ＳＬＳ 会忽略不同方程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 若方程中包含

内生解释变量， 则即使 ２ＳＬＳ 估计一致， 却不一定最有效率。 基于此， 本文采用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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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估计工资和就业的联动效应， 结果见表 ２ （５） （６） 列。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企业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会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企业的雇佣量水平， 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则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工资集体协商对工资水平和雇佣量的影响是否由时间趋势造成。 据此， 在控制

时间因素的情形下， 利用联合估计得到的结果如表 ２ 中 ３ＳＬＳ （考虑时间） 所示： 企业开展工资集体

协商对雇佣量仍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但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３ 工资集体协商的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本文将已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按开展时间划分 １—５ 年、 ５—１０ 年以及 １０ 年以上， 企业开展

工资集体协商的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联合估计结果见表 ３。
如表 ３ 所示， 开展时间在 ５ 年内的企业与未开展协商的企业相比， 工资集体协商对一线员工的工

资水平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不过， 随着开展时间的增加， 工资集体协商对工资水平的作用逐渐变大，
并在 ５％水平上显著。 工资集体协商对企业雇佣量的影响也存在类似的作用趋势， 随着开展年限的增

加，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企业中一线员工雇佣量的促进作用也显著增大。

表 ３　 工资集体协商开展年限对企业工资水平和雇佣量的影响

开展年限 工资水平 雇佣量

工资集体协商年限 （１—５ 年）
－０ ００１
（０ ９７３）

０ ２９９∗

（０ ０５３）

工资集体协商年限 （５—１０ 年）
０ ０７５∗∗

（０ ０４９）
０ ９０９∗∗∗

（０ ０００）

工资集体协商年限 （１０ 年以上）
０ １３３∗∗

（０ ０２１）
１ ６３５∗∗∗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７ ５４７∗∗∗

（０ ０００）
１６ ８１９∗∗∗

（０ ００８）
样本量 ５３０ ５３０

　 　 说明： 回归中均包含与表 ２ 相同的控制变量且均控制行业、 地区和时间， 限于篇幅省略， 下表同； 将开展年限以

３ 年及 ４ 年为节点划分， 均能得到相同的结论。

４ 稳健性检验

本文以一线员工小时工资替代其月薪， 以工资集体协商的一线员工覆盖数替代企业是否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 分别检验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用开展次数替代开展年限来检验工资

集体协商的深度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１） 以员工小时工资替代其月薪情况下的系统估计

本文用一线员工的小时工资替代一线员工的月薪， 并据此估计工资集体协商对一线员工小时工资

和雇佣量的联合效应。
本文使用小时工资的目的在于， 一方面控制了员工用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来换取高月薪的情形； 另

一方面可以与 ２０１１ 年调查数据中关于工资集体协商显著降低员工小时工资的结果进行比较。 三阶段

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结果显示， ２０１１ 年， 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具有显著负向的工资效

应， 且系数在 ７％左右， 这一结果与使用企业—员工匹配数据得到的工资效应结果相近；① 同时， 企

业中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一线员工的雇佣量也存在显著促进作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开展工资集体协

商对一线员工小时工资的影响， 与 ２０１１ 年相比， 负向系数减小， 但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亦即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工资集体协商同样对一线员工存在负向的工资效应。 工资集体协商对就业的作用也

存在类似情形，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间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均会显著提升一线员工的雇佣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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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工资集体协商对企业一线员工小时工工资和雇佣量的联合估计

小时工资 雇佣量

工资集体协商
－０ ０７０∗

（０ ０８９）
０ ８１３∗∗∗

（０ ０００）

工资集体协商∗２０１２
－０ ０５２
（０ ３７９）

－０ ２９７
（０ １６６）

工资集体协商∗２０１５
－０ ０３１
（０ ８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９９４）

调查年份 （２０１２）
０ ０９０

（０ １１８）
－０ ２５０
（０ １８４）

调查年份 （２０１５）
１ ９６５∗∗∗

（０ ０００）
２ ８６３∗∗

（０ ０２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２ ３８８∗∗∗

（０ ０００）
５ ０６１∗∗∗

（０ ００１）
样本量 ６８２ ６８２

（２） 以协商覆盖一线员工数替代是否开展协商的系统估计

工资集体协商的作用通常直接体现在企业一线员工上。 本文将核心自变量 “企业是否开展工资

集体协商” 替换成 “工资集体协商覆盖的一线员工数”， 后者对企业一线员工工资和雇佣量的影响如

表 ５ 所示。

表 ５　 工资集体协商覆盖一线员工数对其工资水平和雇佣量的影响

工资水平 雇佣量

工资集体协商覆盖的一线员工数
０ ００７

（０ ９７８）
０ ７７６∗∗∗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７ ６２８∗∗∗

（０ ０００）
－３ ２２９
（０ ５４６）

样本量 ４３２ ４３２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工资集体协商覆盖的一线员工数对企业雇佣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且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但对企业的工资水平则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其他控制变量结果与上

述表格相近， 这说明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企业中一线员工的雇佣量具有较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
（３）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次数对工资水平和就业的影响

依据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１—３ 次、 ３—６ 次及 ６ 次以上的划定， 与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

相比， 开展协商次数在 ６ 次以上的企业能更显著地提升企业一线员工的工资水平和就业量， 而开展次

数较少时则工资效应不显著。 这表明随着开展协商次数的增加， 对工资水平和雇佣量的促进作用显著

增大。 具体结果如表 ６ 所示。
综上， 无论是开展协商的年限还是次数， 均存在稳健的结果性趋势。 随着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开展

深度的加强， 不论是在工资水平还是在雇佣水平上， 企业均更能够通过这项协商制度处理好与员工之

间的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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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工资集体协商开展次数对企业工资水平和雇佣量的影响

工资水平 雇佣量

工资集体协商次数 （１—３ 次）
０ ００７

（０ ８２０）
０ ３１９∗∗

（０ ０３６）

工资集体协商次数 （３—６ 次）
０ ０５２

（０ ２１６）
０ ９２４∗∗∗

（０ ０００）

工资集体协商次数 （６ 次以上）
０ ０９３∗∗

（０ ０５０）
１ ２３１∗∗∗

（０ ００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７ ５６９∗∗∗

（０ ０００）
１６ ８８９∗∗∗

（０ ００７）
样本量 ５３２ ５３２

三、 对实证分析相关结论的进一步分析

　 　 工资集体协商的上述结论是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所致。 现阶段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特色

机制主要表现为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 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 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
第一， 对工资效应和就业效应的系统估计在揭示工资集体协商广度效应的同时， 反映了工资集体

协商总体进程存在指标化推进现象。
针对 ２１ 世纪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以来劳动矛盾突显、 劳资冲突多发的现实， 中国力图通过企业普遍实

行工资集体协商来缓解和改善劳动关系。 但是， 在劳资双方主体发育不健全、 双方力量不对等的情况

下， 工资集体协商难以成为企业劳资双方自发性的主动行为， 只有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才能让劳资双方

进行协商。 政府采取 “指标管理” （ “目标责任制考核制度” ） 方式来加以督促和引领， 就是把中央

政府实行工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的总体进程要求具象成逐年可量化的指标， 自上而下层层分解给下

级政府和相关部门， 并以指标考核的方式贯彻落实。① 地方政府包括处于行政体系中的地方工会， 在

指标考核的压力下， 会将集体协商的劳资博弈转变成 “党政联合工会与资方的讨价还价行为”②， 采

取各种策略促使企业签订工资集体协议， 包括制度化的 “要约行动” 和非制度化的 “监察督促” （这
其实是借助执法监察之名， 推动集体协商） 等形式。③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政府对于政府官员的考

核主要围绕经济指标展开。④ 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 地方政府在处理劳资关系时会偏向资

本、 疏离劳动， 形成 “政府主导、 企业偏向” 的状态。⑤

从工资集体协商的建制率指标看， 为了完成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的考核任务， “形式化遵从” 成

为许多部门的选择， 见表 ７。 这就是说， 只要劳资双方开展了工资集体协商， 签订了集体合同， 就算

完成了工资集体协商。 至于协商工资， 只要劳资双方协商一致， 不发生劳资争议或劳资冲突， 政府部

门基本上予以认可， 因此劳资双方的平等议价实际上往往变为雇主单方垄断定价， 以至于出现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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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国家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会议” 《关于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的通知》 中要求， 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 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基本实行集体合同制度。 全国总工会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明确提出并全力推动 “两个普遍” （企业普遍建

立工会组织和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 要求， ２０１１ 年底、 ２０１２ 年底和 ２０１３ 年底

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分别达到 ６０％、 ７０％和 ８０％。
吴清军： 《集体协商与 “国家主导” 下的劳动关系治理———指标管理的策略与实践》，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郭庆松： 《三方博弈中的中国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进展及问题研究》， 《学术月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
徐风华、 王俊杰： 《 “十一五” 规划指标体系更新与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改进》，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
任太增： 《劳动份额、 制度羁绊与劳动者讨价还价能力》， 《改革》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任太增： 《政府主导、 企业偏向与国民收

入分配格局失衡———一个基于三方博弈的分析》，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



或为负的工资效应。① 因此， 中国实施工资集体协商的历程表明， 这项政府主张的政策举措存在指标

化推进现象。
表 ７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占比

调查年份 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占比②

２０１１ ５８ ０％
２０１２ ８４ ４％
２０１５ ８２ ４％

　 　 第二， 工资集体协商不显著以及间或为负的工资效应， 凸显了协商工资变化的制度化黏性。
无论是单方程 ２ＳＬＳ 估计， 还是基于联立方程的 ３ＳＬＳ 估计 （包括考虑时间的 ３ＳＬＳ 估计）， 集体

协商的工资效应均不显著，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协商工资的黏性。 一方面， 由于中国许多行业特别

是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 企业资金规模小、 技术水平低、 产品同质化程度高， 通常会造成低价

格和低成本竞争， 利润空间有限。 另一方面， 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是特别严峻的情况下， 想要通过协商

降低绝对工资水平也不容易， 呈现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性。
追溯中国协商工资出现制度化黏性的原因， 除了政府自上而下以指标考核方式大力普遍推进工资

集体协商外， 还与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目标和压力路径密切相关。 中国工资集体协商的主旨并非尽可

能涨工资， 而是要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在通常情况下， 企业工会贯彻促进企业发展、 维护职工

权益的工作原则， 扮演着维权维稳双重角色；③ 在压力路径上， 中国并没有引导罢工的制度基础和组

织基础， 只能通过 “造势” 的方式来形成前置性的压力场景， 以实现工资匹配劳动力市场水平。④ 此

外， 工资决定机制的转型也进一步控制了协商工资的上涨趋势。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 中国开始进入刘易

斯转折点， 低端劳动力市场从传统的生存工资决定机制转型为 “保留工资约束下的议价工资决定机

制”， 劳动者利益从底线型利益转型为增长型利益， 政府的角色也从监督者和执行者， 转变为协调

者， 进一步增强了协商工资的黏性。⑤
第三， 中国企业现阶段存在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直观表现之一是劳动力短缺， 尤其是结构性短缺逐渐凸显。 企业在面临劳

动力短缺的外部环境下， 吸引和留住员工成为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企业特别是制造业

企业往往在经济上难以承受用加薪来吸引和留住员工， 又面临 “用工难”、 挖人跳槽无序竞争的困

境， 于是出现了自发探索以及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以求稳定就业。
笔者曾使用杭州市 ２０１１ 年劳动关系指数调查数据发现， 工资集体协商能够显著影响员工的离职

倾向， 并显著提升员工对本企业社保的满意程度。 一方面， 每年一度的集体协商其实可以看作一种重

复博弈， 协商的边际成本通常趋于递减。⑥ 另一方面， 工资集体协商年限越长， 或者协商次数越多，
工人的 “底线和利益” 保障越充分， 劳资双方的 “命运共同体” 意识就越强， 这种应对外部冲击而

出现调适性改进， 与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有关。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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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占总样本企业的比例。
王永丽、 郑婉玉： 《双重角色定位下的工会跨界职能履行及作用效果分析》，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
闻效仪： 《转型期中国集体协商的类型化与制度构建》，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４５ 页。
杨瑞龙： 《工资形成机制变革下的经济结构调整———契机、 路线与政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８ 页；

蔡禾： 《从 “底线型” 利益到 “增长型” 利益———农民工利益诉求的转变与劳资关系秩序》， 《开放时代》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 张旭昆、
寿菊萍： 《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负效应分析》，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

寿菊萍： 《民营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效果实证分析》， 《浙江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王霞： 《工资集体协商与利益共享机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１５－１１６ 页。 通过工资集体协商， 职工

更多地了解和关心企业， 发现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和漏洞， 帮助企业加强管理。 工资集体协商成为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 鼓励职工

提合理化建议， 促进企业效益增长的重要渠道。



如果把企业划分为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 企业劳动力需求工资弹性见表 ８。 规模以上企

业的劳动力需求工资弹性为－０ ５６８， 即缺乏弹性； 而若考察全样本企业， 则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

则为－１ ８５１， 富有弹性。 规模以上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工资缺乏弹性， 可能是规模以上企业用工较规

范， 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 而规模以下企业则多为中小企业， 用工更加灵活， 对市场信号包括劳

动力成本更加敏感， 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更大。 这种用工灵活性所显现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工资

弹性， 蕴含着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

表 ８　 不同规模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工资弹性

数量 （家） 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

规模以上企业 ３４５ －０ ５６８
规模以下企业 ３５３ －３ １５４
全样本企业 ６９８ －１ ８５１

当协商从个体层面转为集体层面后， 工会作为劳方代表， 在工资集体协商中既要考虑工资水平，
也要考虑就业水平， 以求效用最大化。 工会效用可简化表示为 Ｕ（ｗ， Ｌ） ＝ ｗ × Ｌ ， 其中， ｗ 和 Ｌ 分别为

员工工资和就业人数： （１） 若通过工资集体协商， 员工工资和就业水平增加， 则工资集体协商能够

提升劳方总效用 Ｕ（ｗ， Ｌ） ； （２） 即使工资集体协商在某些情形下出现工资负效应， 若记劳动力需求

的工资弹性为 η ， 工会总效用变化可表述成 ｄＵ ＝ Ｌ × （１ － η ）ｄｗ ， 则在劳动力需求工资弹性富有弹

性的情况下， 劳方总效用仍会增加。 也就是说， 即使工资集体协商的工资效应略有下降， 全体工人的

总体利益仍有所提升， 工资集体协商对劳方而言仍具有正向作用。

结　 　 语

　 　 中国现阶段工资集体协商呈现 “工资效应不显著或不一致， 而就业效应显著为正” 的实证结果，
与西方国家关于工会和集体谈判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截然不同， 这刷新了我们对工资集体协商效果的理

解： 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不能仅从协商前后工资的变化和程度进行评判， 工资集体协商的广度和深度

对就业所造成的显著影响也是协商的重要成果。 本文的研究为考察工资集体协商的效果提供了新的经

验证据， 进一步凸显了稳定就业和促进就业的重要性， 而工资集体协商对就业有显著助推作用的结

论， 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现阶段中国独特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作用包括协商总体进程的指标化推进、 协商工资的制度化黏

性、 企业对雇佣量的竞争性偏好。 在集体协商中， 平衡好协商工资与就业机会之间关系， 既要兼顾劳

资双方的利益， 又要促进作为劳资利益共同体的企业发展。 在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 企业决策的优先

目标是获取足够的雇佣量， 并采取各种举措加以落实。 这也是企业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
体现集体协商自上而下总体推进与自下而上主动应对的有机结合。 总之， 在既有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安

排下， 既要持之以恒地推动工资集体协商， 又要保护和充分发挥企业的自我调整能力， 激发各市场主

体的活力， 以求在创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同时， 更有力地稳定就业和促进就业。
本文的分析还意味着政府推动灵活就业包括灵活工作时间和非正规就业等， 对缓解企业用工压力

和就业压力以及增加劳动力需求的工资弹性具有积极效应。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欧盟劳动力市场灵活

化改革特别是荷兰 １９９９ 年出台的 《灵活安全法》， 从 “工作安全” 转向 “就业安全”， 促使其建立了

平衡、 稳定和灵活的劳动关系的导向， 值得我们借鉴。

感谢何大安老师、 乐君杰老师、 周康老师的建设性意见， 但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刘雅君

３８工资集体协商影响就业的广度和深度分析


